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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具有高效的固碳能力, 可以潜在地缓解大气 CO2 浓度的升高.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

关研究的基础上, 对中国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进行了初步分析. 结果表明, 中国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

生境总面积为 1623~3850 km2, 年平均碳封存量为 0.349~0.835 Tg C. 然而, 随着滩涂围垦、资源过度利用、环境污

染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的加剧, 中国蓝碳生态系统正处于急剧退化之中. 通过对海岸带蓝碳碳汇形成过程的

阐述, 有助于对其重要性的认识; 基于沿海地区人类活动特点与全球气候变化趋势, 探讨了滩涂围垦、资源过度利

用、水体污染和海平面上升对我国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造成的威胁; 同时提出了为维持海岸带蓝碳潜力, 我国在生

态系统保护管理、生态恢复与机制建设等方面所应采取的措施. 结合目前的研究现状, 指出了中国海岸带蓝碳研究

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期为今后我国海岸带蓝碳的研究以及蓝碳潜力的维持与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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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暖已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 

Frame和Stone[1]的研究认为,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 门 委 员 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对 1990~2030 年温度变化的分析预测

基本可靠, 明确了温室气体浓度上升是气候变暖的

根本原因.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

提出, 应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高控

制在 2℃之内, 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之内而努力. 

因此, 在加强减排的同时还需要提升对 CO2 的固定, 

通过“蓝碳”(blue carbon)过程提高碳封存则是有效的

途径之一. “蓝碳”概念源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

一份报告[2], 该报告认为全球自然生态系统通过光合

作用捕获的碳称为“生物碳”(或称为“绿碳”), 其中 1/2

以上(55%)由海洋生物捕获, 因此, 该部分的碳称之

为“蓝碳”. 特别是海岸带的红树林、海草床和盐沼能

够捕获和储存大量的碳, 是蓝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目前的许多文献中仅将这三类生态系统中的碳归类

为蓝碳，这些生态系统也因此被称为蓝碳生态系统

(blue carbon ecosystems)[3~6]. 本文也是依据于此.  

海洋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大约

93%的 CO2循环和固定都是通过海洋完成, 尤其是红

树林、海草床和盐沼具有极高的固碳效率. 虽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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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覆盖面积不到海床的 0.5%, 植物生物量

也只占陆地植物生物量的 0.05%, 但其碳储量却达海

洋碳储量的 50%以上, 甚至可能高达 71%[2]. 章海波

等人[7]对全球蓝碳进行了统计, 发现包括河口和近海

陆架在内的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年碳埋藏量为 

237.6 Tg C 年1, 远高于深海的碳埋藏速率; 这些生

态系统单位面积的碳埋藏速率分别是温带林、热带林

和北方林的 4.5, 3 和 4.8 倍[3]. 以盐沼为例, 在美国北

卡罗莱纳州, 一片面积仅为 0.25 km2的滨海盐沼湿地

的年碳埋藏量相当于燃烧 2.8 万升汽油排放的 CO2
[8]. 

可见, 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在减缓全球升温中将可

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 我国已成为全球

CO2 排放总量最多的国家, 减排压力日趋增大, 但仅

靠减排恐难实现控制 CO2 排放的目标. 因此, 对海岸

带蓝碳生态系统碳汇潜力的挖掘、维持与提升是我国

未来最经济和最值得开拓的地学和生态学途径之一. 

目前, 关于我国海岸带蓝碳的综合性研究报道较少, 

这一现状限制了对我国海岸带蓝碳汇格局和形成机

制的认识. 本文主要从蓝碳生态系统类型与特征、固

碳潜力与及其维持, 以及面临的威胁等多个方面, 对

中国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进行了初步的

分析, 并指出了亟待研究的问题, 为我国的蓝碳研究

提供参考.  

1  中国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类型与特征 

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沿海地区跨越了 3个气

候带, 广泛分布着红树林、海草床和盐沼这 3 大类海

岸带蓝碳生态系统 ( 图 1), 生境总面积范围在

1623~3850 km2. 从图 1 可以看出, 红树林集中分布

于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区); 海草床在黄渤海海区

主要分布于山东省, 在南海海区主要分布于海南省; 

盐沼分布于整个海岸带, 但主要分布于杭州湾以北

的沿海区域. 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的植被受气候和

底质类型限制, 分布显现出不同的特征, 并且拥有各

自的优势种群 . 红树林以耐寒能力较强的秋茄

(Kandelia obovata)、白骨壤(Avicennia marina)和桐花

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分布较广, 海草床分布以

喜 盐 草 (Halophila ovalis) 、 泰 来 藻 (Thalassia 

hemprichii)和大叶藻(Zostera marina)为主; 盐沼则主

要有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碱蓬(Suaeda spp.)和

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等.  

1.1  红树林 

中国现有红树林面积为 328.34 km2, 分别位于海

南、广西、广东(含香港和澳门)、台湾、福建和浙江

6 个省 (区 ) ,  其中广东地区分布面积最大 ,  达 

163.48 km2[9]. 红树林间断分布于东南沿海的热带和

亚热带海岸、港湾、河口湾等受掩护水域, 天然分布

北界为福建省福鼎县(27º16 ′N), 南界在海南岛南 

岸[10]; 人工引种北界可达上海南汇(30º51′N). 红树林

海岸地貌主要被分为红树林潮滩、林外裸滩和潮沟系

3 种类型. 潮滩通常为平均海面以上的高滩, 而裸滩

则是平均海面以下的低滩[11]. 红树植物可以生长在

各种潮滩中, 以淤泥质潮滩最普遍. 中国红树植物种

类存在不同表述, 普遍被分为真红树植物和半红树

植物, 有 34~38 种, 以抗寒能力较强的秋茄、白骨壤、

桐花树分布较广[10]. 大部分红树植物不耐寒, 物种数

随纬度增加而减少, 以灌木树种为主. 在天然分布的

北界, 福建省福鼎县只有 1 种红树植物, 而在海南文

昌, 红树植物种类则达 23种. 据统计, 红树植物中近

70%的物种高度不超过 2 m, 90%以上的物种高度不

超过 4 m[12].  

1.2  海草床 

海草分布多局限于较浅的海域, 最大分布深度

为水下 90 m, 大多数种类分布在水深 20 m 以内[13], 

于海岸潮下带、浅滩、泻湖以及河口等生境构成复杂

的海草床生态系统[14]. 我国现有海草床的总面积较

小, 约为 87.65 km2, 其中海南、广东和广西分别占

64%, 11%和 10%[15]. 共有海草植物 22 种, 隶属于 4

科 10 属, 约占全球海草种类的 30%. 其中, 广东、广

西的海草床主要以喜盐草(Halophila ovalis)为优势

种, 海南和台湾多以泰来藻(Thalassia hemprichii)为

优势种, 山东和辽宁多以大叶藻(Zostera marina)为

优势种[15]. 海草的分布与生长主要受底质类型的限

制; 例如, 范航清等人[11]在调查广西海草床时发现, 

喜盐草通常生长发育于沙质含量较高的沙质和泥质

沙底潮间带的中、下部或潮流沙脊上 ,  矮大叶藻

(Zostera japonica)主要生长发育于淤泥质底的潮间带

中、上部. 陈石泉等人[16]对海南岛东部海草床进行了

长期监测, 发现海菖蒲(Enhalus acoroides)、泰来藻、

丝粉藻(Cymodocea rotundata)分布区域的底质为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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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红树林、海草床与盐沼主要分布区示意图
[9,15]

 

 
碎屑、粗砂、中砂和细砂, 喜盐草则分布在红树林沿

岸的泥沙底质区域.  

1.3  盐沼 

盐沼是我国滨海湿地中分布面积最大的蓝碳生

态系统类型, 通常分布于河流、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

之间的界面, 同时受到江河径流与海洋潮汐的影响, 

具咸淡水交替等特点[17]. 目前, 我国滨海盐沼分布面

积数据不详, 但通过参考相关报道可以得出大致范

围. 根据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成果(908 专

项)的数据[18], 并结合 Zuo 等人[19]的研究, 全国滨海

湿地的芦苇滩、碱蓬滩、海三棱藨草滩和互花米草滩

的总面积至少为 1206.54 km2; 另据牛振国等人[20]对

我国滨海沼泽、潮间带和河口三角洲面积的计算, 并

减去同时期的红树林面积[9], 共计 3434 km2. 因此, 

初步估算, 我国滨海盐沼面积范围在 1207~3434 km2. 

盐沼植物群落呈明显的带状分布[21], 主要特点为耐

盐耐淹的先锋植物分布在高程较低处, 而偏中生性

植物分布在高程较高处. 依据滨海湿地植被分布数

据[18], 鸭绿江口、辽河口、黄河口和盐城滨海盐沼湿

地的土著优势植物均为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和

碱蓬(Suaeda spp.); 长江口盐沼湿地的土著优势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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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芦苇 (P. australis)和海三棱藨草 (Scirpus mariqu- 

eter). 除了土著植物以外, 我国盐沼普遍受到外来植

物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的入侵, 现今的扩

散面积可能更大, 严重威胁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

结构与功能完整性[22].  

2  中国海岸带蓝碳汇形成过程 

蓝碳生态系统碳汇潜力的形成, 主要得益于相对

高的净初级生产力和缓慢的有机质分解[23], 同时受潮

汐影响产生的水平碳交换也是碳汇的重要构成要   

素[24,25], 后者也是蓝碳汇估算中的主要误差源和挑战

之一. 由于土壤水分饱和、通气性差、地温低且变幅

小等各种环境因素的限制, 蓝碳生态系统的碳汇通常

以有机碳在土壤或沉积物中的积累为主要特征[26], 但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滩涂围垦和土地利用的变化, 

土壤无机碳可能成为蓝碳生态系统碳汇潜力变化的重

要影响要素. 对中国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的碳汇强度

目前还没有可靠的估算数据. 按全球平均值估算, 我

国蓝碳生态系统的碳年埋藏量为 0.349~0.835 Tg C. 

其中, 盐沼约占 80%, 远高于红树林和海草床(表 1), 

是中国海岸带蓝碳碳汇的主要组成部分.  

2.1  红树林  

我国红树林的净初级生产力为 648~2384 g C m2 

年1[27,28], 与国际上的研究报道较为相似[29]. 全国红

树林植被碳库密度为 8461 g C m2, 土壤碳库(地下 

1 m)密度为 27039 g C m2[30]; 土壤呼吸值以漳州地

区为例, 变化范围为 0.36~6.18 μmol CO2 m2 s1[31]. 

相对于盐沼生态系统, 红树林冠层相对整齐密集, 根

部和地表空疏, 潮汐作用形成的有机碳水平交换通

量可能对系统碳累积有重要影响. 河口区因得益于

有机碳的水平交换而有较高的碳累积, 边滩大多表

现为水平净输出. Yang 等人[32]在对雷州半岛红树林

的碳积累研究中指出, 河口区有高的碳累积速率, 最 

大值可达 205 g C m2 年1, 岸边滩则有最小值 

37 g C m2 年1. 红树林生态系统中, 碳积累过程与

进潮量、地表植被密度、水体颗粒物浓度斜压环流、

水流状态以及红树分泌黏性物质的速率密切相关[33]. 

红树林根系分泌的有机质以及潮汐冲刷带来的泥沙在

红树林中缓慢沉淀, 形成稳定的有机质[34]. 小颗粒沉

积物因其具有较大的表面积通常会吸附更多的有机

物[35]. 据 Alongi 和 Mukhopadhyay[33]的报道, 红树林

地区碳埋藏率和沉积物的积累速度显著正相关

(r=0.73, P<0.01). 雷州半岛红树林沉积物的堆积速率

为 9.1~25 mm 年1,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0.1~1.0 mm 

年1[36], 混交林的碳积累效果要优于单种纯林[37].  

相关文献报道, 全球红树林每年会向海域排放

颗粒有机碳(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POC) 28 Tg C、

可溶性有机碳(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C) 15 Tg 

C 和可溶性无机碳(dissolved inorganic carbon, DIC) 

86 Tg C[33]. POC 的转移主要通过地表径流和潮汐运

输, DOC 部分主要通过浮游生物的运动和排泄, 而

DIC 则通过地下水体的运输[38]. 大尺度水平有机碳

输送的碳足迹还无法准确定量评估, 国内尤其缺乏

相关研究.  

2.2  海草床 

人工海草床包括近海水产养殖海带、紫菜、海藻

等. 2010 年, 唐启升提出渔业碳汇的新概念, 主要指

通过水生生物吸收水体 CO2, 再将这些吸收的碳移出

水体(生产原材料或者食品等)起到碳汇的作用[39]. 通

过该途径的碳输出本质上增加了水体的碳汇能力 , 

其碳汇贡献量相当可观. 2010 年, 全国海藻养殖约固

碳量为 0.89 Tg C[40], 仅厦门大嶝岛海域的海带养殖

容量估计值就高达 0.19 Tg C[41]. 近海人工海草藻养

殖可能是一条不可忽视的提高蓝碳潜力的重要途径.  

自然海草床碳汇的形成和潜能主要取决于 4 个

要素: (ⅰ) 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 海草床一直被认

为是初级生产力很高的生态系统, 在我国东沙, 海草 

表 1  中国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面积与碳年埋藏量 a) 

蓝碳生态系统类型 覆盖面积(km2) 碳埋藏速率(g C m2 年1) 碳埋藏量(Tg C 年1) 数据来源 

红树林 328.34 226±39 (20~949, n=34) 0.074 [3,9] 

海草床 87.65 138±38 (45~190, n=123) 0.012 [3,15] 

盐沼 1207~3434 218±24 (18~1713, n=96) 0.263~0.749 [3,9,18~20] 

总计 1623~3850  0.349~0.835  

a) 碳埋藏速率参照全球平均值, 括号内的数值为范围, n: 统计的样点数; 年1: 每年, 1 Tg (Teragram)=1×1012 g; 1 g C=3.67 g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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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年生产力可达 401.5~2613.4 g DW m2 年1(DW 为

干重)[42,43], 增加海草床的初级生产可以增加其生态

系统的碳积累[44]. (ⅱ) 稳定的沉积物: 海草床沉积物

中含有很多难以氧化降解的物质(如木质素), 稳定性

较高. 海草床沉积层厚度正在以每年 1 mm 的速度增

加[45]. (ⅲ) 海草冠层对沉积物的保护: 当海草长度达

水深的 10%时 ,  可以明显改变水流对沉积层的影 

响[46], 当海草长度大于 5 m 时, 可以降低潮汐速度和

削弱波能[47]; 同时海草冠层及其附生植物提高了沉

积物发生碰撞并且进行沉积有效的表面积[48], 这些

作用间接地增加了沉积层的稳定性. (ⅳ) 沉积层有

机碳的稳定性: 影响沉积层有机碳稳定性的因素主

要是较低的氮、磷浓度, 限制海底微生物的生长, 以

及水下 O2 浓度低限制微生物的代谢效率[49].  

2.3  盐沼 

盐沼湿地通常具有高的净初级生产力, 尤其在

河口区, 因为河流携带大量的泥沙和营养元素, 净初

级生产力可达 1745 g C m2 年1[50]. 例如, 崇明东滩

湿地的净初级生产力为 642 g C m2 年1[51], 黄河三

角洲滨海湿地净初级生产力为 300~1590 g C m2   

年1[52]. 盐沼生态系统系统的碳封存效率高, 远高于

森林或其他陆地生态系统[53], 但具有明显的空间差 

异[54]. 在全球范围内, 盐沼生态系统的平均碳埋藏速

率为 218±24 g C m2 年1[3]. 中国滨海盐沼生态系统

的碳积累速率的变化范围较大, 长江口崇明东滩的

芦苇湿地平均碳积累速率的范围为 1110~2410 g C 

m2 年1, 海三棱藨草盐沼因处滩涂前沿, 其积累速

率相对较低, 为 350~910 g C m2 年1, 辽河三角洲

芦苇湿地的碳积累速率约为 1770 g C m2 年1[54~56], 

但崇明西沙湿地的碳积累速率仅有 225 g C m2  

年1[54]. 主要由潮汐作用带来的有机碳水平交换对盐

沼的碳平衡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崇明东滩盐沼湿

地, 水平交换通量可达生态系统—大气界面净交

换量的 20%以上[57]. 另外, 盐沼植物地上部分冬季枯

死后, 在中低潮滩会出现大面积倒伏, 形成密实的覆

被层, 并被快速掩埋, 是调控系统碳汇的重要机制之

一[58]. 该途径因植物种类和滩涂位置而异, 是盐沼系

统碳封存高空间异质性的重要原因之一[54]. 我国东

部的互花米草入侵加速了土壤碳的积累过程, 虽然

互花米草的入侵增加了甲烷的排放, 但是整体上将

有助于盐沼湿地蓝碳潜力的发挥[59~61].  

3  中国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面临的威胁 

2015 年 ,  我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只有美国的 1/7, 但根据

GCP(Global Carbon Project)公布的数据显示, 同年我

国 CO2排放总量为 9680 Tg, 是美国的 1.7倍, 位居世

界第一. 在可预见的未来,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

资源的矛盾将越发突出, 例如, 滩涂围垦、资源过度

利用和水体污染等人类活动都会引起海岸带蓝碳生

态系统生境丧失、植被减少和碳积累能力降低等后 

果 [62]; 例如, 全球每年因海草床退化导致的碳排放

最高可达 299 Tg[63]. 另据 IPCC(2014)报告显示[64], 

由于全球变暖, 海平面正不断上升. 这些人类活动与

环境变化都会对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碳汇功能产生

深刻影响.  

3.1  滩涂围垦 

滩涂围垦是我国海岸带生境最常见的物理干扰

之一, 已导致我国滨海盐沼面积急剧减少, 使人类在

应对极端天气事件以及海平面上升时面临更大的风

险 [65]. 20 世纪 50 年代 , 中国滨海盐沼面积曾达 

7655 km2[66], 但在全国范围内围垦导致盐沼湿地丧

失的准确数据尚缺乏. 据现有数据估算, 退化面积超

过原有的 1/2. 自然盐沼分布面积的减小必然导致滨

海湿地的固碳潜力下降. 例如, 1987~2002 年莱州湾

南岸滨海湿地面积减少了 49.1%, 光合作用吸收的

CO2总量从 0.546 Tg下降到 0.123 Tg [67]. 许振等人[68]

估算盐城滨海湿地表层(0~0.2 m)土壤有机碳储存量

时也发现, 自 1987~2007 年, 该地区盐沼分布面积减

少了 53.0%, 表层土壤有机碳存储量下降了 46.4%. 

这说明自然湿地面积减少是湿地土壤有机碳储量减

少的主要原因. 此外, 滩涂围垦还会使本来处于厌氧

环境的湿地土壤暴露于大气, 加速了土壤有机碳分

解和 CO2 向大气中的释放. 所以, 需要全面摸清围垦

所导致的湿地利用方式改变对蓝碳生态系统分布的

影响, 才能量化其对我国滨海盐沼湿地碳汇功能的

影响.  

3.2  资源过度利用 

沿海地区资源利用主要包括禽畜养殖、水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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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沿海泥沙挖掘等诸多方面. 例如, 由于白骨壤

和秋茄等红树植物可作为牛、羊的补充饲料, 因此沿

海地区居民喜欢在红树林湿地林区放养牛羊与家禽; 

甚至在已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东寨港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 仍存在围塘养殖及禽畜养殖这种不

合理的开发利用模式[69]. 牛羊的践踏使不少地方人

工造林彻底失败, 其啃食也使湿地红树林出现矮化

和稀疏化趋势, 群落难以自然更新 [70]; 放牧也同样

对盐沼生态系统造成类似的影响. 海草床分布的水

域渔业资源丰富, 捕捞时所用的渔网(围网、四角网、

拖网、三层刺网)和非法渔业现象(炸鱼、毒鱼和电鱼)

会严重破坏海草床生境, 从而使海草大量减少. 此

外, 潮间带滩涂大量开发插桩养殖牡蛎, 在养殖过程

中也会严重破坏海草的生长环境[71,72]. 另一方面, 在

生物资源的利用过程中, 采收者通常会对生态系统

中有经济价值的物种进行选择性收获, 该行为会导

致生态系统组成和结构的改变, 从而通过营养级联

效应降低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最终削弱蓝碳生态系

统的固碳潜力[73].  

3.3  水体污染 

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显示, 2014 年我国

415 个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总量为 63.11 亿吨, 其 

中, 氨氮 1.48 万吨、总磷 3126 吨、4 种重金属(汞、 

六价铬、铅、镉)排放总量为 8.56 吨.  

污染引起的水体环境恶化和富营养化对固碳的

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 富营养化导致的外源营养

物质输入促进了浮游生物的生长, 增加了水体对 CO2

吸收和碳埋藏[74]. 在中国, 近海的碳固定普遍受到氮

磷输入的影响, 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 外源氮、

磷的输入对碳固定的贡献率分别为 46%, 45%, 11%和

59%[75]. 另一方面, 水体氮的富营养化可能导致蓝碳

生态系统的丧失[76], 其机制是生态系统中氮的增加

导致了植物生物量分配策略的改变, 使投入地下部

分的生物量比例降低, 生态系统因此易受侵蚀而退

化, 使生态系统丧失固碳功能. 同时, 当外源氮、磷

输入过量时, 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引发赤潮, 使海

岸带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 间接影响海岸带生

态系统的碳汇功能. 此外, 有研究认为, 在受工业和

城市废水、农业施肥和灌溉余水以及养殖废水输入的

影响下, 莱州湾南岸滨海湿地已基本不再具备积累

有机碳、减缓温室效应的功能[77]. 红树和海草虽然能

积累一定量的重金属, 但当超过其耐受力时也会导

致死亡, 进而破坏原有的生物群落结构. 重金属污染

对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的影响也已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 陈石泉等人[78]对海南省海草床分布区新村港水

域进行了调查分析, 认为该水域重金属污染程度为

轻度生态危害. 李柳强[79]的研究表明, 若以综合污染

指数评价, 6 种重金属(铬、铜、锌、砷、镉、铅)在我

国红树林的主要分布区总体上处于中度污染水平 .  

3.4  海平面上升 

在 1993~2010 年间 , 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为 

3.2 mm 年1[64], 而过去 70 年来, 人工岸线已占我国

大陆海岸线的 60 以上%[80], 这意味着海平面的上升

将增加滨海湿地被淹没的风险. 同时, 大坝建设使河

流的入海泥沙急剧减少, 加剧了自然变化对河口三

角洲的侵蚀. 栾维新和崔红艳[81]指出, 到 2030 年辽

河口三角洲海平面将上升达 130 mm, 在平均大潮高

潮位、历史最高潮位和百年一遇高潮位背景下, 河

流、滩涂和芦苇滩地等类型的滨海湿地被海水淹没的

总面积将分别达到 740, 1356 和 1411 km2. 此外, 红

树林属于陆地向海洋过度的特殊生态系统, 对海平

面上升也极为敏感 .  应用数学模型进行的模拟发 

现[82], 在 IPCC的RCP8.5排放情景下, 广西铁山港红

树林栖息地面积将显著减少, 到 2100 年, 中、高潮滩

红树林面积将分别减少 49.4%和 60.2%. 因此, 提高

气候变化预测模型的精确度将有助于对潜在受威胁

区域的甄别, 以便提前采取有的放矢的保护措施.  

4  中国海岸带蓝碳潜力的维持 

蓝碳潜力的维持既需要对现有海岸带蓝碳生  

态系统分布区域进行保护和管理, 也需要对受损区

域进行最大程度的恢复; 还需要建立相应的生态补

偿机制, 利用经济手段, 避免人为过度开发. 全球范

围内, 红树林已被纳入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引起的 

排放(Reduced Emission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REDD)计划, 并已在多个国家成功实践. 

维持我国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完整性将有

助于蓝碳潜力的提升, 增强在全球碳交易体系中的

话语权, 将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经济发展带来

长久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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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蓝碳生态系统的保护与管理 

我国海岸带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由多个政府部

门共同参与, 如海监、海事、渔政、环保、林业等, 该

管理体制的特点在于各部门可以为海岸带生态系统

提供不同的专业技术服务, 并且建立了诸多自然保

护区. 例如, 我国现有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34 个, 保护

区总面积达 1238.2 km2[83]. 海草床保护区数量相对较

少, 大陆地区仅 2 个(即广东湛江雷州海草保护区和

海南陵水新村港与黎安港海草特别保护区), 1 个国际

示范区(即广西合浦海草国际示范区)和 1 个种质资源

保护区(即山东荣成市楮岛藻类种质资源保护区, 其

中大叶藻分布面积为 4 km2). 目前, 我国并未将整个

滨海盐沼湿地纳入统一的保护计划, 但根据报道[84], 

大陆地区每个沿海省市都拥有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

区, 其中以盐沼湿地为主体且较为著名的有山东黄

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和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等.  

由于我国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受到的主要威胁

来源于人为活动, 因此,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意

识是中国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 

例如, 广西红树林中心在 2008~2010年承担了联合国

发展署与中国政府合作项目“南中国海生物多样性管

理”广西区示范区子项目, 积极开展红树林科普宣教

工作,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1]. 同时, 积极开展国际交

流合作也能有助于先进保护理念和思想的传播和吸

收. 在“扭转南中国海及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项目”

中, 我国参加了红树林、海草、湿地和防治陆源污染

4 个专题,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85], 这也是目前有关

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保护工作最为全面的国际合作

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已通过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在蓝碳生态系统的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成效. 但这些保护区基本以生物多样性

为保护对象, 而以蓝碳保护为目的的保护计划和措

施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所以, 我国需尽快启动蓝碳生

态系统的保护行动计划, 查清本底, 评估蓝碳潜力及

其区域差异, 甄别蓝碳保护的优先区域, 尽快建立相

应的保护区和保护网络, 从而为我国海岸带蓝碳潜

力的维持、发挥和提升提供保障.  

4.2  蓝碳生态系统的恢复 

蓝碳生态系统的恢复有助于减少额外的 CO2 排

放, 并能提升固碳潜力. 我国红树林生态恢复基本上

以人工造林为主, 涉及宜林地选择、树种选择与引

种、栽培技术的应用、植后管护及监测 4 个方面. 该

实践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 主要为一些零星、

自发的生产性造林[86]. 直到 1991 年, 政府才把红树

林造林和经营技术研究列入国家科技攻关研究专题, 

标志着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恢复和发展研究进入了

一个新时期[87]. 通过分析红树林面积的变化可知, 在

1990~2010 年间, 中国红树林总面积趋于稳定, 随着

人们对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 在

随后的 3 年内(2010~2013), 红树林面积由 207.76 km2

迅速增加至 328.34 km2, 增幅达 58%[9].  

早期海草床生态恢复是通过恢复生境来实现的, 

通过保护、改善或者模拟生境, 借助海草的自然繁殖, 

来达到逐步恢复的目的, 实质上是海草床的自然恢

复[88]. 人工恢复包括种子法和移植法. 种子法是利用

海草的有性繁殖方式实现受损海草床的修复, 它对

种子供给海草床干扰小, 播种成本低, 劳动力需求

少, 是规模化海草床修复和深水水域海草床修复的

首选方法[89], 值得进一步推广. 移植法则是利用了海

草的恢复和扩张机制—无性繁殖方式 [90]. 该方法

较为成功的案例是广西海草床的修复, 合浦儒艮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在 700 m2 的范围内通过小规模移植

恢复贝克喜盐草 (Halophila beccarii)、矮大叶藻

(Zostera japonica)和喜盐草, 移植 3 个月后, 成活率

分别为 98.3%, 14.7%和 9.3%[71].  

滨海盐沼的生态恢复包括湿地生境的恢复, 湿

地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和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

恢复. 黄河三角洲滨海盐渍区芦苇湿地恢复工程属

于典型的滨海盐沼湿地恢复案例. 在该项目实施过

程中, 首先恢复水文条件, 引黄河水恢复地表径流, 

促进排盐; 同时, 整平并改造微地形, 增加蓄水量, 

不影响鱼、虾、蟹的正常生存, 促进水生动物种群的

恢复; 植被修复时则利用了芦苇无性繁殖的根状茎, 

再辅以人工培植技术, 使得整个工程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91].  

4.3  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生态补偿机制是缓解海岸带开发的短期效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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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间矛盾的有效环境经济政策, 对于明确

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和促进欠发达地

区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 在

2014 年修订后颁布的环境保护法中, 我国首次将建

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纳入立法中, 为海岸带生态补

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支持. 以浙江省为例, 舟山

市龙湾区海洋与渔业局按照《温州市海洋工程生态补

偿验收流程》, 协助业主单位对甬台温高速公路相关

工程段采取人工种植红树林的生态修复措施, 共计

种植秋茄胚轴 83069 株, 补偿金额 33.16 万元[92], 成

为近年来通过生态补偿机制修复海岸带蓝碳生态系

统的成功案例.  

生态补偿机制需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

态保护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 对受偿对象给予合理

补偿. 其中,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能够以货币化的

形式体现海岸带生态系统的综合价值. 在已有的研

究中 ,  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较 

多 [93~95], 覆盖了广东(含香港)、广西和海南等地区. 

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 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为 1.34×107 元 km2 年1. 海草床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评估较少, 以广西合浦地区为例[96], 该地区的

海草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 6.29×107 元 km2 年1. 

盐沼则被纳入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整体

评价中. 例如, 长江三角洲海岸带[97], 2008 年的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 0.79×107 元 km2. 因此, 加强

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将

有利于我国海岸带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进

而促进蓝碳生态系统的保护.  

5  中国海岸带蓝碳领域亟待研究的问题 

5.1  中国滨海湿地典型生态系统碳循环特征和蓝
碳汇/源形成与驱动机制 

这是蓝碳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 值得研究

的方面包括: 通过定位监测与野外实验定量分析蓝

碳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的形成与分配、动态变化与

空间异质性的特征与成因, 明确系统碳库各组分的

空间特征与时间动态以及湿地食物网结构与次级生

产力, 定量凋落物与土壤有机质分解特征与动态、温

室气体(CO2, CH4 和 N2O)的界面交换特征与动态, 解

析生态系统水平碳输入的来源、种类与通量, 确定植

物及群落结构特征对碳捕集和有机质沉积的影响 ; 

此外, 需要阐明我国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碳过程的基

本规律和特异性、驱动蓝碳汇/源格局变化的关键因

素与机制、水平碳交换及系统外沉积过程的碳足迹, 

解析环境变化、植物群落演替及微型生物变化对生态

系统碳库的影响,以及滩涂沉积过程与碳埋藏途径对

湿地碳库时空格局的影响与调控.  

5.2  蓝碳潜力在区域和国家尺度碳平衡中的贡献 

蓝碳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只有通过量化其对碳平

衡的贡献才能得到认知. 为此, 我国需开展的工作包

括: 通过对盐沼、红树林和海草床生态系统生产力与

碳过程的数据整理与融合, 建立中国蓝碳的空间格

局与动态数据库; 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岸带蓝

碳生态系统碳过程模型, 并与国际同类模型进行对

比分析; 在生态系统、区域和全国尺度上评价中国蓝

碳通量及其对国家碳平衡的贡献; 通过情景分析, 确

定中国蓝碳资源的敏感区和主要贡献区.  

5.3  区域发展和气候变化对中国未来蓝碳潜力演
变的影响 

人类活动的强度直接影响着蓝碳潜力的发挥 , 

所以有必要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并结合野外实验途径, 

陆海统筹地研究入海河流携带碳氮通量及营养元素 

组成与总量的时空格局分析, 上游流域保护与管理、 

大型水利工程与河口整治工程对陆源入海碳氮通量

及沉积格局的影响, 以及入海氮、磷通量和水污染对

海、河过渡带植被生产力的影响. 沿海地区是人类活

动强度和频度最高的区域, 围垦、农业耕作与养殖、

城市化以及湿地转化等是最为常见的干扰方式. 为

了认识我国未来的蓝碳潜力, 需要开展的研究工作

主要包括: 比较湿地与新转化生态系统间生产力形

成、碳分解过程与碳库特征的差异; 分析盐沼、红树

林和海草床生态系统的退化与恢复过程中生产力特

征演变; 评价生物入侵对湿地生态系统生产力、碳平

衡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此外, 研究工作还应结合全

球气候变化、中国沿海发展和人类活动情景, 预测全

球升温、海面上升、海洋酸化与营养元素富集, 以及

土地利用变化下中国蓝碳潜力的未来变化趋势, 进

而提出人类活动不可避免条件下维持中国蓝碳潜力

的地学、生态学和经济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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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为发挥蓝碳潜力应进行优先保护的区域和关
键修复管理措施 

健康的蓝碳生态系统是发挥蓝碳潜力的前提 , 

所以亟待基于国土资源清查和卫星遥感大数据集以

及长期定点监测工作, 分析中国海岸带环境变迁、土

地利用类型转化与格局演变, 基于盐沼和红树林分 

布格局和固碳潜力以及中国近海海草床生态系统分

布与健康状态, 确定优先保护和管理修复区域, 提出

不同情境下提升蓝碳生态系统碳汇潜力的关键途径

并制定政策保障措施,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充分发挥

我国滨海蓝碳生态系统在减缓气候变化和国家碳减

排战略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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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tal blue carbon ecosystems can efficiently sequester carbon,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to mitigate increases in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the C sequestration potential of blue carbon 
ecosystems—mangroves, seagrass meadows, and saltmarshes—on Chinese coasts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data and reviewed why these ecosystems have high sequestration rate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ese coastal blue 
carbon ecosystems could bury 0.349–0.835 Tg carbon annually over a total habitat area of 1623–3850 km2. However, 
the blue carbon ecosystems of China are rapidly degrading because of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land reclama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source overexploit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particularly sea level rise). Therefor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actions are urgently needed to develop, maintain, and enhance the sequestration 
potentials of these blue carbon ecosystems. Finally, we suggest issues related to the management of Chinese blue 
carbon ecosystems and their potential for mitigating impending climate change that must be addressed in the future. 
 
coastal zone, seagrass meadows, mangroves, blue carbon, saltmarshes, China  
 
doi: 10.1360/N052016-00105 
 


